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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气关系是朱熹哲学思想体系中的一个重要范畴，而其中最为后世所争论不休的则是他有关理、
气先后问题的看法。朱熹曾指出：“天地之间，有理有气。理也者，形而上之道也，生物之本也；气也者，
形而下之器也，生物之具也。”[1] 在他看来，理、气有着形而上与形而下的区别，但二者却是“不离不杂”：
从逻辑上看，理、气各为一物，分属形而上与形而下两个层次，各不相杂；在物理上却是理在气中，理、
气合构而成万物，并同聚于万物之体，互不相离。然理、气之间又确乎存在着先后的问题。如朱熹说：“所
谓理与气，此决是二物。但在物上看，则二物浑沦，不可分开各在一处，然不害二物之各为一物也；若
在理上看，则虽未有物而已有物之理，然亦但有此理而已，未尝实有是物也。”[2] 朱熹从“物”（气）的
角度肯定了理、气“不离不杂”，同时又从理的角度明确提出了理在“物”（气）先的思想。对此，朱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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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理生气”说是朱熹哲学体系中较为重要和复杂的理论范畴，现代新儒家中，冯友兰、唐君毅、
钱穆等学者都曾对之做出过诠释。冯友兰认为朱熹的“理生气”指的是气依傍理而聚合与运行，但气并非由
理所生产出来；唐君毅将朱熹的“理”释为动态的“生生之理”，在此基础上解朱熹的“理生气”为“气之
依理而生，依理而行”；钱穆则强调，朱熹之理、气一体浑成同时又可拆开了说，其“理生气”是就理气离
而言，乃指理是气的“大匡廓，大架构”，气在这一“大匡廓，大架构”中形成，而就“理气合”来看则不
存在“理生气”。上述诠释都未从纯粹的生成论角度解读朱熹的“理生气”说，但又各有侧重，共同勾勒出
了朱熹“理生气”说的基本面貌。今天对之进行综合比较分析，可视为对现代新儒家有关朱子学研究的一个
微观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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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也曾做过一番总结：“若论本原，即有理然后有气，故理不可以偏全论。若论禀赋，则有是气而后
理随以具，故有是气则有是理，无是气则无是理”。[3] 显然，这里所谓“本原”即是指理，“禀赋”则是
指理气“浑沦”相合、“不可分开各在一处”的万物生成的基本原理和状态。陈来于此认为：“这里重要
的在于提示我们，对理气是否有先后的回答，根据论本原和论构成（禀赋）的区别而有不同。从本原上
说理先而气后，从构成上说理随气而具。”所以，“如果把论本原当做论构成，或者反过来把论构成当做
论本原而由此断言朱熹哲学始终是理气先后的二元论，在理解朱熹思想上都必然发生混乱。”[4]
朱熹关于理、气先后关系的种种讨论里，尤其容易在后世学者中引起理解上混乱的，就是他所提出
的“理生气”说。朱熹曾多次提出过“理生气”的相关说法，如他在与弟子讨论周敦颐的《太极图》
时说：“‘动而生阳，静而生阴’，动即太极之动，静即太极之静。动而后生阳，静而后生阴，生此阴阳
之气。”[5] 太极即理，由理之动静“生”出阴阳之气，即理生气。除此之外，他也还有“气虽是理之所生，
然既生出则理管他不得”等诸多说法。[6] 但直接提出“理生气”一说，是他在解周敦颐《太极图说》“太
极动而生阳”“静而生阴”时所指出的：“太极生阴阳，理生气也。阴阳既生，则太极在其中，理复在气
之内也。”[7] 可见，朱熹讲“理生气”与周敦颐讲“太极生阴阳”有直接渊源。然而，“朱熹所谓生气以
及《易》与《太极图说》所谓‘生’的观念都可有两种解释。一种是理可产生气，另一种是把‘生’解
释为‘使之生’，这两种意思在朱熹可能都有。”[8] 正因为如此，历来关于朱熹的“理生气”一说都存在
多种解释，聚讼纷纭。现代新儒家对朱熹“理生气”说的涵义自然也较重视，冯友兰、唐君毅、钱穆等
人都做出了不同的诠释。本文对之做一比较，以期形成对现代新儒家朱子学研究的一个微观考察。
一、冯友兰：气依傍理而行
冯友兰于 1934 年出版的《中国哲学史》中讨论周敦颐《太极图说》“太极动而生阳”“静而生阴”
时也认为，在周敦颐那里，“太极生阴阳五行；而太极实即在阴阳五行之内”。[9] 至于阴阳五行之气内的
太极如何“生”阴阳五行之气，冯友兰却没有给出具体解释。而在阐述朱熹哲学时，冯友兰把朱熹的理
释为“形式（Form）”，把气解作“材质（Matter）”，把“太极”解说为“理之总和”“理之全体”；并且
认为，朱熹讲理先气后不是就存在而言，而是就逻辑来说的，即所谓“逻辑在先”。但是，此时冯友兰
并没有直接对朱熹的“理生气”做出诠释。而且需要指出的是，他认为在朱熹那里太极“无动无静”。[10]
他甚至还针对周敦颐言“太极动而生阳；动极而静，静而生阴”一语指出：“此言在朱子系统中为不通之论。
盖在朱子系统中，吾人只能言，太极有动之理，故气动而为阳气。太极有静之理，故气静而为阴气。”[11]
这实际上否定了在朱熹哲学中太极有动静以及阴阳之气由太极或理产生出来的说法。冯友兰的《中国哲
学史》还说：“理学与心学之差别之一，即理学需要二世界，心学只需要一世界。或可谓理学为二元论的，
心学为一元论的”；[12] 认为朱熹哲学属于理气二元论而不同于陆九渊的心学一元论。在理气二元论的哲
学中，不存在所谓“理生气”这样的问题。
1960 年出版的侯外庐等主编的《中国思想通史（第 4 卷下册）》则特别强调朱熹所言“太极生阴阳，
理生气也”，并且针锋相对地指出：“这里明白地规定出‘理生气’的唯心主义命题，堵塞了一切作二元
论误解的道路。”[13] 同时还认为，朱熹讲“理生气”与“理在气先”，表明“‘理’是永恒的本体，它不
随‘山河大地’即物质世界的变化而变化，它是永恒地在那里独存……‘理’是先验的、第一性的。”[14]
同时又引述朱熹所说“太极，理也；阴阳，气也。气之所以能动静者，理为之宰也”等语，强调朱熹的
理“是在万物之上的主权者，主宰着万物，而且有能力自由自在地为世界构造各式各样的法规。”[15] 至
于朱熹所谓“理搭在阴阳上，如人跨马相似”，则被解释为“骑士驾驭着马，马只能听从骑士的指挥。”[16]
显然，侯外庐等学者基本肯定了朱熹的“理生气”就是理产生出气的意思。在之后较长的一段历史时期
里，他们对朱熹“理生气”说的这一解释影响很大。
对此，冯友兰曾先后做出了较有针对性的回应。他于 1962 年发表的《对于船山哲学的一些看法》
一文认为：“朱熹所谓理先气后，不是从时间上来说的。因为他认为理与气都是无始无终的。在许多地方，
-36-
他都这样说。但在有的地方，朱熹也说‘理生气’，这当然是在时间上分先后了。”[17] 冯友兰在此强调说，
朱熹讲“理生气”，是在时间上分理先气后，但这只是在个别地方这样说；而在许多地方，朱熹讲理
先气后，都只是就逻辑而言，“不是从时间上来说的”。到了其晚年，于 1986 年完成的《中国哲学史新
编（第 5 册）》则把朱熹的理气关系理解为一般与特殊的关系，同时明确指出：
有些人误认为，一般能生特殊的事物，特殊的树都是树之一般生出来的。其实特殊的树都是特
殊的树生出来的，树之一般并没有树的种子，特殊的树才有树的种子。朱熹明确地说：“这个都是气”，
特殊的树是气之聚，气这样聚了，这样的理就在其中。[18]
在他看来，气作为“特殊的事物”的物质构成，聚合成物之后，其生成之理才存在于其中。这样的话，
所谓的“理生气”就绝非是指理产生出气。那么，理、气之间究竟是什么关系呢？冯友兰说明道，在朱
熹那里，“气和理的关系是‘依傍’，有依照的意思，理和气的关系是‘骑乘’、‘挂搭’。”[19] 气依傍于理，
依照理的指令而行。对此，他又进一步说：
太极是不动的，但其中有动之理，既有动之理，就有气“依傍”它。“依傍”动之理的气就是阳气，
太极中也有静之理，既有静之理，就有气“依傍”它，“依傍”静之理的气就是阴。[20]
冯友兰明确指出，朱熹的理、气之间并非“一般能生特殊的事物”的关系，即由理而产生出阴阳之气，
而是阴阳之气依傍和“挂搭”着理。并且，在朱熹那里，“就存在说，理气是互相依存的”，不过没有阴
阳的太极“在存在上不存在”，“在理论上却是有的”。[21] 理相对气而言，既互相依存，也有着理论上的
先在性和独立性。
可见，对于朱熹的理、气关系，特别是其中的“理生气”一说的涵义的理解，冯友兰在与侯外庐等
人的论辩中逐步明确了理、气之间存在着理论上的时间先后关系，以及气依傍理而非由理产生出来的观
点。而正是在冯友兰与侯外庐等人进行相关讨论期间，新儒家中的唐君毅、钱穆对朱熹“理生气”一说
也做出了不同的理论诠释。
二、唐君毅：气之依理而生
如上所述，冯友兰认为朱熹所言之“太极”（“理”）是不动的，但其中又有或动或静之理，气随太
极的动静之理而有阴阳动静。与此不同，唐君毅于 1966 年出版的《中国哲学原论 • 导论篇》认为朱熹
继承周敦颐、张载、二程而把理诠释为动态的“生生之理”，以此说明气之生生不息。他说：
今既有天地万物之生生不已，则必有气之生生化化之历程之相继。而有气之生生化化，即有一
生而能化，化而能生之生生之理，贯而主乎此气之生生化化之中，以使其相继，成为可能。[22]
朱子言生生之理，则直就此气之生生之所以然而言，此理乃贯而主乎此生生之气之流行中，而
为其理者，故曰理行乎气之中。此理之行于气之中，亦姑可说即在其恒承先之气，起后之气，以行
于气之中。而此所谓不离气，亦即自其不离其所承之气，与所起之气，而如位于已化已息之气，及
方生方起之气之间而言。理乃如前挂于所承之气，后搭于所起之气者。[23]
应当说，唐君毅以“生生之理”与“生生之气”诠释朱熹的理气结构，不同于冯友兰所谓太极不动而气
有动静的观点。前者较为强调理与气的不可分离，后者则更强调理与气的相互差异。正是在把朱熹的理
诠释为“生生之理”的前提下，唐君毅对朱熹“理生气”一说做了有别于冯友兰的诠释。
唐君毅认为，在冯友兰把朱熹的理释为“形式”，把气解为“材质”的框架中，“此形式之理之有，
实不涵蕴质料之有，此理自不能生气”；同时又认为，把朱熹的“理生气”说成是“母之生子”也
不妥当：“则此理之义中，既不包涵气之义，亦不能生气”。因此，唐君毅说：“然吾人如视理原不离于
气，则此理之生气，即气之依理而生，依理而行，如人之依道路而自有其‘行走’；则理之生气之义，
即不难解。如方气为阴，而依此理之动，则有阳之气生：方气为阳，而依理之静，则有阴之气生。即皆
依理而生气之事也。”[24] 在这里，唐君毅既指出冯友兰对朱熹理气观的诠释无法合理地说明朱熹的“理
生气”，又强调不能把朱熹的“理生气”理解为“母之生子”，认为只有把“理生气”解释为“气之依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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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生，依理而行”，才是正确的判断。
为此，唐君毅进一步申说了“气之依理而生，依理而行”与“理生气”的关系。他说：
若依程朱之气为生生不已，新新而不同其故之说，吾人实不能说此中后来之气，由以前之气之
所生……而只能说由以前之气之过而化所生。然以前之气既过而化，即其已由有而无，而归于寂，
此无、此寂，又何能生以后之气？则以后之气之生，如有原因理由可说，即只能直接依于生生之
理而生。此中后来之气，初原无有，故其依生生之理而生生，自气上着，实即自无而生，自寂而生，
有如自无中之跃起一有，寂中跃起之一感。亦如开天辟地之一创造。[25]
于唐君毅看来，在气“生生不已”的过程中，以前之气“过而化”“由有而无而归于寂”之后，后来之气“直
接依于生生之理而生”。这里的后来之气“依于生生之理而生”，也可说就是“理生气”。
据《朱子语类》载，“或问先有理后有气之说”，朱熹答曰：
不消如此说。而今知得他合下是先有理，后有气邪？后有理先有气邪？皆不可得而推究。然以
意度之，则疑此气是依傍这理行。及此气之聚，则理亦在焉。盖气，则能凝结造作，理却无情意，
无计度，无造作。只此气凝聚处，理便在其中。且如天地间人物草木禽兽，其生也，莫不有种，定
不会无种了，白地生出一个物事，这个都是气。若理，则只是个净洁空阔底世界，无形迹，他却不
会造作。气则能酝酿凝聚生物也。但有此气，则理便在其中。[26]
对此唐君毅解释说：“情意计度造作，皆有动有静，而生生不已之事。此皆依理之动静，以生以化，而
成其变易。然此理之自身，则不可以动静生化言，乃历万古，遍天下，而贞常不易者。故只是一‘净洁
空阔之世界’，亦无情意计度造作等。然若无此理，则人之情意计度造作，又不能进行……生生不已而
成事。”[27] 由此可见，唐君毅认为朱熹的“理生气”不能解说为如“母之生子”而只能解说为“气之依
理而生，依理而行”，是有朱熹文本作依据的。
牟宗三于稍后出版的《心体与性体》（1968—1969）认为，自周敦颐开始到张载、程颢，“对于道体
性体无不视为‘即活动即存有’者”；而自程颐开始到朱熹，道体性体成了“只存有而不活动”之静
态的理。这与唐君毅把朱熹的理诠释为“生生之理”是完全不同的。虽然如此，但对朱熹的“理生气”
二者却做了相同的诠释。如牟宗三指出：“‘理生气’不是从理中生出气来，只是依傍这理而气始有合度
之生化……若理是‘即活动即存有’之实体，是道德创生的实体，则鼓舞妙运之以引生气之生化不息与
合度，亦不是说此气可以从此实体中生出也。”[28] 于牟宗三看来，朱熹的“理生气”虽然不同于周敦颐
言“太极动而生阳”“静而生阴”，但二者又存在着共同处，即都不是说“此气可以从此实体中生出”。
因为在周敦颐那里，太极（理）“鼓舞妙运之以引生气之生化不息与合度”，在朱熹那里，气也同样“只
是依傍这理而气始有合度之生化”。除此之外，1988 年出版的朱伯崑《易学哲学史》对朱子“理生气”
也做了诠释，指出：“这里的‘生’字，不是就时间过程说的，不能理解为父生子的问题。此处的‘生’
字，其义有二：一是展开或显现的意思，‘理生气’是说，气是理的显现……一是指存在的根据，‘理生气’
是说，理是气存在的根据，即理为气之所以然，有此理方有此气。”[29] 朱伯崑对于朱熹“理生气”的阐释，
与唐君毅、牟宗三是一致的。
如前所述，冯友兰晚年所撰《中国哲学史新编（第 5 册）》也是以气“依傍”动之理而有阳气、“依傍”
静之理而有阴气的观点来解释朱熹的理、气关系，这与唐君毅、牟宗三反对将朱熹的“理生气”解说为
气由理产生出来，而解说为“气之依理而生，依理而行”，是有相同之处的。所不同的是，冯友兰没
有将“气依傍理而有阴阳之气”的看法运用到对朱熹“理生气”说的具体诠释上来，唐君毅则以之结合
动态的“生生之理”的观念，对朱熹的“理生气”说做了“气之依理而生而行”的明确定义。
三、钱穆：气在“大匡廓，大架构”中形成
唐君毅把朱熹的理诠释为“生生之理”，从而与“生生”之气相对应，较冯友兰“太极不动而气
有动静”的说法更为强调理与气的密切关系。但唐君毅还是认为理与气是分立的，强调“气之依理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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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依理而行”。与二者不同，钱穆于 1971 年出版的《朱子新学案》在阐述朱熹的理气关系时，则说：
“朱子论宇宙万物本体，必兼言‘理’、‘气’。然朱子言理气，乃谓其一体浑成而可两分言之，非谓是两
体对立而合一言之也。”[30] 钱穆明确指出，在朱熹那里，理、气是一体浑成的。
钱穆强调朱熹的理与气乃一体浑成，并非二体对立，但同时又认为可以将理、气拆开说。他一方
面引述朱熹之言——“才说太极，便带着阴阳。才说性，便带着气。不带着阴阳与气，太极与性那里收
附。然要得分明，又不可不拆开说”予以佐证；另一方面又指出：“把理气拆开说，把太极与阴阳拆开说，
乃为要求得对此一体分明之一种方便法门。不得因拆开说了，乃认为有理与气，太极与阴阳为两体而对
立。”[31] 所以，钱穆认为，理与气虽一体浑成而非二体对立，但既可以合而看，又可以离而看：“离而看，
则气与理道为二。合而看，则气与理道为一。”他还说：
理气既属一体，实未见有所谓离，即亦未见有所谓合。有则俱有，无则俱无，宜无先后可言。
然既可分言，则亦可分先后。若必言先后，则当言理先而气后。[32]
朱子本谓理气不可分先后。但若定要分时，则理应在先……故虽说理气一体，又不能不说理是
形而上，是本。然又不当硬认成两截。[33]
因此，在钱穆看来，朱熹讲理先气后，是就理气离而言，“本是不得已而推之”，[34] 并非原本如此。
对朱熹言“所谓理与气，此决是二物。但在物上看，则二物浑沦不可分开各在一处，然不害二物之
各为一物也。若在理上看，则虽未有物，而已有物之理，然亦但有其理而已，未尝实有是物也”；钱穆
解释说：“就于物而观，则理气自见不可分。若屏物离气，单从理上看，则理为虚理，非实理……谓‘理
气决是二物’，此语不可拘，细看前后自知。”[35] 钱穆认为，朱熹所讲的理、气实乃一体浑成，就理气
合而言“自见不可分”，因此本无先后；而其所谓“理与气决是二物”的说法，则是自理气离而言，因
此有理先气后之别，但“理为虚理，非实理”。
钱穆又进一步指出：在理与气的一体浑成中，自理气离而言，理先气后，似乎是理为气主，气受理
之宰制。然而事实又并非全然如此，因为“理无情意，无计度，无造作，无作用，只是个形而上底‘净
洁空阔底世界’”，只有气“能酝酿凝聚生物，有活动，有作为，而理则无之”。但是，“气之一切活动作
为，必有个范围，不能外于理”，“理又似此气一大匡廓，大架构。气只由理形成，不能在理外”，所以，
“究不能谓理之于气一无所主宰，故曰气必不违乎理”。[36] 钱穆认为，朱熹既讲理不会造作，“日用间运
用都由这个气”，又讲“气必不违乎理”，因此“理与气，必当合而观，又当离而观。‘无极而太极’，此
太极指理。‘太极动而生阳’，此太极乃是指气。故曰‘太极非是别为一物，即阴阳而在阴阳’也。”[37]
由此可见，朱熹依据“太极动而生阳”“静而生阴”提出的“太极生阴阳，理生气也”的说法，在
钱穆看来便只是就“理气离”来说的，即指理是气的“大匡廓，大架构”，气在这一“大匡廓，大架构”
中形成，这就是他所谓“气只由理形成”。换言之，朱熹的“理生气”，并不是指气由其外的太极而生成，
因为理不会造作，“日用间运用都由这个气”。而自理气合而言，“太极非是别为一物，即阴阳而在阴阳”，
所以也就无所谓“理生气”。钱穆特别强调，“理与气，必当合而观，又当离而观”，不可只靠一边，否则，
“或是偏主于理，或是偏主于气，只靠一边，则天地神化将不可见。”[38] 朱熹所言之“理生气”，便是这
一精微复杂的“天地神化”的重要内容和表征之一。
朱熹不仅讲“太极生阴阳，理生气也”，而且还说：“气虽是理之所生，然既生出则理管他不得。如
这理寓于气了，日用间运用都由这个气，只是气强理弱。”[39] 对此，钱穆说：“理生气，而气强过理，
理拗不过气。”并进一步解释道：
天地生物……若只说天地有好生之德，试问何不专生人，却偏要生许多禽兽。也不多生麟凤，
却又多生了蚊蝇。此即理管不得气，天亦无奈何物。
天地生人，亦不能专生圣贤，却生许多不如圣贤底。盖因人物皆属气一边事。气生坏了，理无
奈何，既是管他不得，又是拗他不转，故曰气强理弱。[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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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钱穆看来，朱熹虽然讲“气只由理形成”“气必不违乎理”，但是又主张“气强理弱”，在自然与社会
的现实生活中，气由理形成之后往往会在一定时间里不受理的约束。
明初曹端作《辩戾》一文认为，朱熹在注周敦颐《太极图说》“阴变阳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一
语时道：“有太极，则一动一静而两仪分。有阴阳，则一变一合而五行具。”此语表明，在朱熹那里，“阴
阳之生，由乎太极之动静”。然而，有人却根据《朱子语类》指出：“太极不自会动静，乘阴阳之动静而
动静”，“理之乘气，犹人之乘马，马之一出一入，而人亦与之一出一入。”曹端对此批评道，若是这样，“则
人为死人，而不足以为万物之灵；理为死理，而不足以为万化之原。”并且还说：“今使活人乘马，则其
出入、行止、疾徐，一由乎人驭之何如耳。活理亦然。”[41] 在曹端看来，朱熹显然是主张太极因动静而
生阴阳之气，并驾驭阴阳之气的。但对曹氏所言，钱穆却不以为然，认为他是“呆看了”，因此遂有“死
人乘活马”之论。钱穆说：
朱子言理气，主要在言宇宙自然界，故有理弱气强之说。若使宇宙自然界，理之乘气，亦如活
人乘马，出入行止疾徐，一由乎理之驭之，则此宇宙自然界，当已一切尽善尽美，更何待于人之赞
育。[42]
若理强过气，天地间由理来作主，理无先后，可一下完成。尽生好人，不生坏人，造化也几乎
息，而圣人好人亦将无可作为，更不需有乾健不息、圣敬日跻之功。[43]
钱穆强调说，自然界中理弱气强，因此理并非可以完全主宰气的出入、行止、疾徐，曹端之疑是因为“过
分看重了理气之合而为一，而不曾细看得理气之又可离而为二”。[44]
钱穆对朱熹“理生气”说的诠释已经不是简单地拘泥于理如何生气的问题，而是从理、气一体的高度，
不仅探究“理生气”的理气结构，并且进一步深入考察了“理生气”过程中理、气之间的相互作用及其
强弱关系，以及在人生形下界与宇宙形上界之中的区别。今天我们从学术史的发展角度看，钱穆的这一
诠释，在唐君毅把朱熹的“理生气”解释为“气之依理而生，依理而行”的基础上，又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四、结语
无论冯友兰，还是唐君毅、牟宗三以及钱穆，他们都认为在朱子那里理气不离不杂，反对有所谓独
立于气之外并且如“母之生子”那样创生出气、主宰着气的理。正是在这个前提下，他们对朱子的理生
气做了不同的诠释。
冯友兰认为，朱熹的理气观主要强调的是理气“不离不杂”的关系形态。在针对侯外庐等人的
讨论中，他逐渐明晰了理“骑乘”“挂搭”于气，气“依傍”于理而聚合、运行，反对把朱熹的理气关
系解释为 “一般能生特殊的事物”的关系，由理而产生出阴阳之气的关系，因而最终没有对朱熹的“理
生气”做出直接而肯定的论证。与冯友兰不同，唐君毅强调理气不杂不离，并在此基础上讲朱子的理
生气。唐君毅把朱熹的“理”诠释为动态的“生生之理”，以此说明气之“生生不息”，并进一步认为，
朱子讲“理生气”不能解读为如“母之生子”，而只能解读为“气之依理而生，依理而行”。与唐君毅同
时的牟宗三及稍后的朱伯崑均同于唐君毅的观点。钱穆则强调朱熹之理、气一体浑成但又可拆开了说，
其“理生气”只是自“理气离”而言，即气在理这一“大匡廓，大架构”中形成。所谓“理生气”，“本
是不得已而推之”；就“理气合”来看却又不存在所谓的“理生气”，只是存在“气强理弱”的情况而已。
很显然，冯友兰、唐君毅、钱穆等现代新儒家学者都未曾对朱熹的“理生气”说做出纯粹生成论意
义上的诠释，却又各有侧重和特点，共同勾勒出了朱熹“理生气”说的基本面貌，为后来的学者进一步
全面深入地展开相关研究奠定了良好基础。今天我们透过这一微观层面的考察，不难发现，现代新儒家
对朱子学的推崇和研究已与多数旧时学者的盲目信服与崇拜有了较大不同，更多地体现为一种实事求是
的态度，因而能有效地推动朱子学的现代发展。而我们今天追溯现代新儒家乃至整个民国时期的朱子学
研究，也不只是为了要了解其历史发展脉络，还希望通过掌握这一宝贵的学术资源，为当代朱子学研究
寻找到新的学术增长点与新的发展契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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